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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人都想得到幸福,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获得幸福的能力. 对于幸福个体差异这

一重要而又有意义的问题, 以往很少有研究来探索该问题的神经起源. 本研究采用静息态功能

磁共振成像中的低频振幅(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技术, 以 159 名健康大

学生被试为对象, 研究了幸福感与大脑自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额叶、顶叶以及

部分皮层下区域的 ALFF 值与幸福感有紧密关系. 具体地说, 左、右侧眶额皮层和左侧背外侧

前额皮层, 以及右侧尾状核的 ALFF 值随着幸福感的增加而升高, 并且这些区域的 ALFF 值都

与情绪有显著相关. 相反, 右侧中扣带皮层, 左侧顶上沟以及双侧楔前叶的 ALFF 随着幸福感

的增加而降低. 这些区域的 ALFF 值不仅与情绪有关, 而且还与沉思的倾向有关系. 这些大脑

区域的 ALFF 值与幸福感的关系可能表明了高低幸福感个体在自我反思、奖赏加工、情绪调节

等能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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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类所追求的共同目标 . 几乎人人都想

要得到幸福[1],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同样的获

得幸福的能力.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难发现, 有的

人即使身处逆境却依然感到很幸福 , 而有的人尽管

处境优越却还是感到不幸福 . 对于这样一个令人着

迷而又非常重要的幸福个体差异问题 , 心理学家们

从认知、人格、社会等各个角度进行了诸多研究[2~4]. 

例如, 幸福的建构理论认为, 高幸福个体和低幸福个

体在多种认知和动机过程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 包括

自我反思、自我评价、社会比较和人际知觉等维度[4]. 

近年来 , 研究者们也开始尝试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

研究幸福感存在个体差异的神经根源[5]. 例如, 最近, 

两项基于任务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研究关注了高低幸福感个

体情绪加工过程的神经机制 , 结果发现高幸福个体

相对于低幸福感个体对积极情绪刺激在杏仁核上有

更大的神经活动[6], 并且在纹状体和背外侧前额皮层

的神经反应能够维持较长时间[7].  

然而 , 正如前两项研究只是关注高低幸福感个

体的单一维度(情绪加工), 采用传统的基于任务的

fMRI 技术来研究幸福感存在一个很大的挑战, 即很

难设计出能够引发全面的幸福体验的任务 . 但是 , 

Biswal 等人 [8]的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方法有效地

解决了这一难题. 该方法不受任务的制约, 测量的是

人脑在休息状态下血氧水平依赖低频波动信号 , 反

映了人脑自发神经活动. 它具有较高的稳定性, 能较

好地反映个体差异[9,10], 能够有效用来研究人脑内在

功能架构, 已经被广泛用于研究各类精神类疾病, 如

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11~13]. 在众多静息态功能磁共

振 指 标 中 , 低 频 振 幅 (amplitude of low 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采用一个频段(0.01~0.08 Hz)内所

有频率点上幅值的平均值来表征一个体素自发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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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活动的强弱 , 从能量的角度反映了各个体素在静

息状态下自发活动水平的高低 [14]. 它不需要依赖任

何外在时间信息和模型 , 是一种可靠的数据驱动的

方法. 以健康被试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 ALFF 不

仅能够反映个体不同的状态 [15], 而且还能够反映出

个体长期的稳定的特质[16,17]. 并且, 它已经在临床上

得到广泛应用, 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14]、阿尔兹海默

病 [18]、轻度认知损害 [19]、精神分裂症 [20,21]以及抑郁

症 [22]等 . 因此 , 本研究拟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中

的 ALFF 技术来研究幸福感与大脑的关系.  

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

量的整体性评估. 它是一个复杂的建构, 包含了很多

子心理成分. 至于幸福感到底由哪些成分构成, 研究

者们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 但是 , 从以往研究中得知 , 

高幸福感和低幸福感个体之间在快乐感、情绪调节和

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4,5,23]. 个

体获得快乐感的能力, 组成了幸福感的核心, 也是获

得幸福感的必要条件 . 相反 , 如果个体得不到快乐, 

就会引发诸多情感障碍, 如抑郁、成瘾和精神分裂[24]. 

参与快乐感加工的核心大脑结构之一是基底核(basal 

ganglia, 包括纹状体、丘脑下核和黑质)[25]. 我们的一

项研究采用了静息态 fMRI 技术对高幸福感个体和低

幸福感个体的局部一致性进行了比较. 结果发现, 高

低幸福感个体在纹状体的局部一致性上存在差异[26]. 

基于这些证据, 我们假定, 参与快乐加工的脑区, 如

基底核 , 其 ALFF 值可能会与幸福感有着密切的   

关系. 

当然, 快乐感只是幸福感的一部分, 不能完整描

述幸福感这一复杂的建构 , 幸福感还与良好的情绪

调节能力有关[23,27,28]. 情绪调节指的是个体对情绪的

发生、体验进行调控的能力. 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

够有利于个体保持愉快的心境、改善不利的心境. 因

此, 它对个体的幸福感有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 Pe 等

人 [23]发现高幸福感个体能够较好地在工作记忆中保

持和更新积极信息 . 情绪调节主要是由前额皮层等

大脑区域参与. 由此, 我们推测, 参与情绪调节的前

额皮层的 ALFF 值可能也会与幸福感有关系.  

除了快乐感和情绪调节之外 , 自我反思也与幸

福感有密切关系. 过度的负面自我反思, 即过度地关

注自我的消极情绪、问题和其他消极体验, 对幸福感

有负面的影响. 特别的是, 沉思(rumination), 即反复

地关注自己的抑郁症状以及并思考这些症状的原因

和可能后果, 是造成不幸福(抑郁)的主要因素之一[29]. 

例如, Killingsworth 和 Gilbert[30]利用手机应用程序收

集了 2250 个被试的实时自我报告, 结果发现那些越

容易离开当下任务而去自我沉思的个体越不快乐 . 

Lyubomirsky 等人[31]发现, 低幸福感个体比高幸福感

个体对任务成绩的负性反馈更加敏感 , 在随后的任

务中表现出了过度的自我沉思 , 而这种沉思影响了

该任务的成绩. 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发现, 在静息状

态 下与 自我相 关的 加工主 要是 由默认 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参与 [32,33]. 默认网络主要包括

内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后扣

带 皮 层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和 楔 前 叶

(precuneus). 它在大脑处于休息状态下被激活, 在从

事外部任务的时候被抑制 [34,35]. 在理论上 , Kringel-

bach 和 Berridge[5]认为默认网络由于与自我反思有关, 

会与幸福感有着密切关系; 在实证上, 我们的研究也

发现与默认网络有关的脑区 , 如内侧前额皮层和后

扣带皮层的局部一致性在高低幸福感个体之间存在

差异 [[26]. 总的来说 , 我们假设 , 默认网络的重要节

点的 ALFF 值也会与幸福感存在联系, 并且这种联系

是与个体的沉思倾向有关的.  

基于这些假设 , 本研究采用静息态 fMRI 中的

ALFF 作为指标, 扫描了 159 名健康大学生在静息状

态下的大脑自发神经活动 , 并采用问卷测量了被试

的幸福感 , 对幸福感与大脑自发神经活动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  

1  方法 

(ⅰ) 被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时间与人格脑成

像数据库 . 其中 , 已经有 51 个脑成像数据已经发

表[28]. 一共有 168 名西南大学在校本科生或研究生

参与扫描. 所有被试身心健康, 均为右利手, 视力或

矫正视力正常. 所有被试实验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实验结束后给予一定报酬 . 所有实验均得到西南大

学心理学部伦理委员会批准.  

考虑到头动对静息态数据质量的影响, 有 7 名被

试由于头动过大其脑成像数据被删除(删除标准见下

文). 另外 2 名被试由于没有参与后期的问卷调查 , 

数据也被删除. 最终剩下 159 名被试的有效数据. 其

中, 男 66 名, 女 93 名. 年龄范围在 18~25 岁之间, 平

均年龄为 20.90 ± 1.64(M ± SD).  

(ⅱ ) 中国人幸福感量表(Chinese happines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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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ory, CHI).  采用 Lu 等人[36]编制的中国人幸福感

量表完整版测量了所有被试的幸福程度 . 该量表一

共 48 个题项, 分为乐观、社会承诺、正向情感、掌

控感、身体健康、自我满足、心理警觉、和谐的亲友

关系、他人赞赏、物质满足、工作成就、活得比别人

好、乐天知命等 13 个纬度. 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a’s a 系数为 0.943.  

(ⅲ) 积极和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该量表是由 Watson 等

人 [37]编制的 , 用于测量被试的情绪状态 . 由于扫描

程序的安排问题, 只有 118 名被试参与了情绪状态的

测量. 该量表包含 2 个分量表, 即积极情感分量表和

消极情感分量表, 分别有 10 个条目. 每个条目采用

1~5 评分 . 该量表的中文版被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 [38]. 在 本 次 实 验 中 , 积 极 和 消 极 情 感 量 表 的

Cronbacha’s a 系数为 0.770.  

(ⅳ) 沉思反应量表(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s, 

RRS).  采用沉思反应量表 [39]测量了被试的沉思倾

向. 其中, 72 名被试测量了该量表. 该量表包含 3 个

维度: 抑郁(depression)、强迫性冥思(brooding)和反思

(reflection)测量. Treynor 等人[39]认为, 沉思可以分成

强迫性冥思和反思 2 个因素, 因此在本研究中只用了

这 2 个分量表. 强迫性冥思是指个体消极地和理想标

准做比较的倾向 ; 反思是指个体试图解释自己为什

么心境低落原因的倾向 . 该量表已经在中国有适用

性研究, 其中文版有 21 个条目, 1~4 级评分, 符合心

理测量学标准 [40]. 在本研究中 , 强迫性冥思和反思

的 Cronbacha’s a 系数分别为 0.65 和 0.78.  

(ⅴ) fMRI 扫描.  数据采集使用 3.0 T 磁共振成

像系统(Siemens Magnetom Trio Tim). 在标准的头线

圈内完成扫描, 扫描时用配套的泡沫固定头部位置, 

以减少被试的头动. 全脑功能像由 T2*加权单次激发

梯度回波的 EPI 序列获得, 功能像相关参数如下: TR 

= 2000 ms, TE = 30 ms, 反转角(flip angle)为 90°, 扫

描视野(FOV) = 220 mm × 220 mm, acquisition matrix 

= 64 × 64, 轴位 32 层, 层厚 = 3.0 mm, voxel size = 3 

mm × 3 mm × 3 mm. 在扫描过程中, 要求被试闭上

眼睛, 不要睡着, 不要想特别的事情. 对于每一个被

试, 收集 8 min 的静息态数据, 共获得 240 个时间点. 

结构像扫描参数: TR = 1900 ms, TE = 2.52 ms, 轴位

176 层, 层厚 = 1.0 mm, 层间距 = 0.5 mm, flip angle 

为 90°, FOV = 256 mm × 256 mm.  

(ⅵ) 数据预处理.  在 Matlab 平台上使用基于

SPM8 (http: //www.fil.ion.ucl.ac.uk/spm)的 DPARSFA 
(data processing assistant and resting-state FMRI ad-
vanced, version 2.2, http://www.restfmri.net/forum/ 
DPARSF)[41]软件来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 预处理步骤

如下: (1) 为了获得稳定的磁共振图像和被试适应磁

共振环境, 将功能像数据前 10 个时间点剔除. (2) 时

间层配准, 以校正 slice 获取的时间差. (3) 头动矫正. 

(4) 将 T1 像分割成灰质、白质和脑脊液. (5) 去除 26

个协变量 , 包括来自白质、脑脊液的信号和 24 个

Friston 头动参数, 以减少生理和头动的污染. 由于前

人研究发现 Friston24 参数模型[42]在去除头动影响方

面比较有效 [43], 故采用该模型来去除头动效应 . 同

时, 也去除了线性趋势. (6) 空间标准化, 采用 SPM8

自带的 DARTEL (diffeomorphic anatomical registra-

tion through exponentiated Lie algebra)[44], 将扫描所

得到的结构图像标准化到 MNI (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标准空间. (7) 以 4 mm×4 mm×4 mm 的全宽

半高(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进行高斯平

滑, 以增加信噪比.  

为了减少头动可能带来的噪音 , 将volume-level 

framewise displacement (FD)作为被试头动参数 [45]. 

将平均FD超过2个标准差以外的被试剔除(0.0686 ± 

0.0377, M ± SD)[46]. 在168名被试中, 有7个被试由于

平均FD超过0.144而被删除.  

(ⅶ) ALFF 计算.  采用 DPARSFA 处理流程中调

用 REST (resting state fMRI data analysis toolkit, ver-

sion 1.8)程序[47]进行分析. 首先将全脑每一个体素的

时间序列进行傅里叶变换, 得到频域功率谱. 功率谱

的峰下面积可视为信号的能量. 对峰下面积开平方, 

得到的值即可代表信号震荡的幅度. 同时, 将每个体

素在 0.01~0.08 Hz 之间的频率平方根进行平均, 即为

ALFF 值[14]. 为了标准化, 将每个体素的 ALFF 值减

去全脑的平均 ALFF 值并除以标准差, 最后得到每个

体素标准化的 ALFF 值.  

(ⅷ) 统计分析 .  采用SPM8统计模块进行统计

分析. 首先进行多重回归分析. 以中国人幸福感量表

的得分为自变量, 以ALFF值为因变量, 采用全脑的

mask, 进行多重回归分析. 同时, 将性别、年龄和头

动平均FD值纳入协变量, 以剔除这些因素对结果的

影响 . 多重回归分析结果通过AFNI软件中的Alpha- 

Sim 程 序 (http://afni.nimh.nih.gov/pub/dist/doc/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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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_help/AlphaSim.html) 进 行 基 于 蒙 特 卡 罗 模 拟

(Monte Carlo simulation)的多重比较校正. 结果得到一

个校正阈限为P < 0.05的结果图. 参数为: 单个体素P 
= 0.05, 5000 simulations, FWHM = 4 mm, cluster con-
nection radius r = 5 mm. 最后发现, 要达到统计显著

差异水平, 最小的cluster大小为54 voxels (1458 mm3).  

(ⅸ) 行为与大脑的相关.  为了进一步了解脑区

的功能意义 , 将与幸福感有显著相关的大脑区域的

平均 ALFF 值提取出来 , 并与行为量表得分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样本特征 

表 1 呈现的是本研究所选样本的描述性特征. 我

们还对各个量表进行了相关分析. 结果表明, 幸福感

量表得分与积极情感量表得分有显著正相关(r = 0.60, 

P < 0.001), 与消极情感量表得分有显著负相关(r = 

−0.42, P < 0.001), 并且与 RRS 量表的 2 个分量表均

有显著负相关(强迫性冥思: r = −0.39, P < 0.001; 反

思, r = −0.30, P < 0.05). 该结果也验证了幸福感测量

的有效性.  

2.2  多重回归结果 

多重回归结果见图 1 和表 2. 回归后发现, 左、

右侧的眶额皮层 (orbitofrontal cortex, OFC)和左侧的

背 外 侧 前 额 皮 层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以及右侧的尾状核(caudate)的 ALFF 值越

高 , 幸 福 感 水 平 越 高 . 相 反 , 右 侧 的 中 扣 带 皮 层

(middle cingulate gyrus, MCG), 左 侧 的 顶 上 沟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SPL)以及双侧的楔前叶的

ALFF 值越低, 幸福感水平越高. 

2.3  大脑与行为相关结果 

将与幸福感有显著相关脑区的平均 ALFF 值与

行为量表得分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 3. 结果发现, 

这些大脑区域和幸福感量表的得分都有显著相关(Rs 

> 0.29, Ps < 0.001), 验证了我们脑成像上的发现. 此

外, 左、右侧的眶额皮层的 ALFF 值与积极情绪有显 

表1  样本描述性特征a) 

Table 1  Demographics 

 M SD 区间 

年龄(年) 20.90 1.64 18~26 
头动 (mm) 0.061 0.026 0.023~0.142 

中国人幸福感 (n = 159) 2.41 0.38 1.52~3.48 
积极情感 (n = 118) 3.06 0.62 1.5~4.6 
消极情感 (n = 118) 1.90 0.50 1.0~3.3 

RRS_强迫性冥思 (n = 72) 2.06 0.49 1.0~3.6 
RRS_沉思 (n = 72) 2.19 0.55 1.2~4.0 

a) RRS 为沉思反应量表(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s) 

表 2  幸福感与 ALFF 的关系 
Table 2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ppiness and ALFF values  

大脑区域 Side BAs 
MNI Voxel 

size 
Peak 

T-valuea) 
P 值 

x y z 

正相关 
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 L 11 −27 51 −15 107 3.58 < 10−3 
Right Orbitofrontal Cortex R 11 18 42 −18  55 4.22 < 10−4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  9 −48 27 39  68 3.78 < 10−3 
Caudate R  15 −6 18  97 3.89 < 10−4 

负相关         
Middle Cingulate Gyrus R 31 6 −42 42  82 −3.55 < 10−5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L  7 −33 −66 60 194 −4.14 < 10−4 
Precuneus B  7 −3 −60 33  89 −4.51 < 10−3 

a) df = 154. Side 指的是大脑半球(B, 双侧; R, 右侧; L, 左侧). BAs 指的是 Brodmann 分区. 坐标指的是峰值点在 MNI (Montreal Neuro-
logical Institute)空间里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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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幸福感和全脑 ALFF 值的相关. 这是多重回归的结果(P < 0.05, 

AlphaSim corrected). 暖色调表示显著正相关, 冷色调表示显著负相

关. R 表示的是右半球, 而 L 表示的是左半球.  
Figure 1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ALFF 
values of the whole brain and happiness (multiple regressions, P < 0.05, 
AlphaSim corrected). Warm colors indicat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s and 
cold colors indicate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s (R = right and L = left). 
Abbreviations: Left OFC, 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 Right OFC, right 
orbitofrontal cortex; DLPFC,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MCG, mid-
dle cingulate gyrus; spl,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著正相关(Rs > 0.30, Ps < 0.001), 背外侧前额皮层与

负性情绪有显著负相关(r = −0.21, P < 0.05), 以及右 

侧的尾状核与积极情绪有边缘正相关(r = −0.17, P = 

0.07). 中扣带皮层, 顶上沟以及楔前叶的 ALFF 值也

都与积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Rs > −0.24, Ps < 0.01). 

并且, 除了楔前叶与反思分量表不显著之外, 这些脑

区均与 RRS 的两个分量表有显著或边缘正相关. 

3  讨论 

本研究首次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中的 ALFF

技术来研究幸福感与大脑自发神经活动的关系 . 结

果发现 , 大脑静息态功能磁共振的低频振幅与幸福

感有着密切的关系. 具体地说, 左、右侧眶额皮层和

左侧背外侧前额皮层, 以及右侧尾状核的 ALFF 值越

高, 幸福感水平越高. 并且, 这些区域的平均 ALFF

值都与正性情绪或负性情绪有显著相关. 相反的是, 

相对位于后部的右侧中扣带皮层 , 左侧顶上沟以及

双侧楔前叶的 ALFF 值越低, 幸福感水平越高. 这些

后部区域的 ALFF 值都与积极情绪有显著负相关. 并

且, 除了楔前叶与反思没有显著相关之外, 其他脑区

均与倾向量表的 2 个分量表有显著正相关. ALFF 从

能量的角度反映了大脑各区域在静息状态下自发神

经活动水平的高低[14], 本研究发现的 ALFF 与幸福感

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助于理解高低幸福感个体之间在

认知和动机上存在的系统差异. 

本研究发现, 尾状核的 ALFF 值随着幸福感的增

加而升高, 并且与积极情绪有边缘显著正相关. 尾状

核是纹状体(属于基底核)中的一部分. 鉴于 ALFF 反

映了自发神经活动水平的特性, 可以认为, 低幸福感

个体在静息状态下纹状体的自发神经活动能量较低. 

纹 状体是参与 奖赏或快乐 的体验和期 待的核心 结

构[25]. 例如, 当被试在即时体验快乐[48], 或在期待将

来快乐事件 [[49]时 , 纹状体的激活水平增加 . 能够体

验和期待快乐感是个体的一种重要的适应能力 . 对

快乐的加工能够引发积极情绪 , 促进目标行为的达

成[50]. 反之, 体验不到或不期待快乐, 则大多会造成

不幸福, 如抑郁、精神分裂和各种成瘾[24] . 该结果也

和我们之前发现高低幸福感个体在纹状体的局部一

致性上存在差异的结果一致 [26]. 总的来说 , 这样的

结果可能表明了高幸福感个体在体验和期待快乐的

能力方面要优于低幸福感个体. 

此外 , 本研究还发现了左右侧的眶额皮层和背

外侧前额皮层的 ALFF 值也随着幸福感的增加而升

高, 并且它们都与正性情绪或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 

眶额皮层 , 是大脑参与情绪加工神经网络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主要参与了由奖赏所带来的愉悦体验, 如对

美味的食物所带来的主观愉悦价值进行编码 [51]. 以

往研究发现 , 眶额皮层的灰质体积与外向型人格特

征成正比 [52], 而该皮层灰质体积的减少 , 还与心理

障碍有关, 如抑郁症等[53]. 重要的是, 眶额皮层, 特

别是外侧的眶额皮层和背外侧前额皮层都与认知控

制及情绪调节有关 [54]. 这些区域参与了对不合适的

信息、情绪和行为的抑制, 从而最终促使个体达成目

标行为. 例如, 基于任务的 fMRI 研究发现, 当被试

试图去抑制由悲伤电影引起的伤心情绪时 , 眶额皮

层和背外侧前额皮层都会被激活 [55]. 并且 , 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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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显著差异脑区与行为量表之间的相关a) 

Table 3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behavioral scales and the ALFF values of regions showing significant effect 

  幸福感(n = 159) 积极情绪(n = 118) 消极情绪(n = 118) RRS_强迫性冥思(n = 72) RSS_反思(n = 72)

Left OFC 
r 0.338** 0.369** −0.006 0.002 −0.041 
P 0.000 0.000 0.948 0.989 0.735 

Right OFC 
r 0.294** 0.310** −0.093 −0.093 −0.043 
P 0.000 0.001 0.316 0.437 0.720 

DLPFC 
r 0.376** 0.128 −0.215* 0.011 −0.050 
P 0.000 0.167 0.020 0.927 0.677 

Caudate 
r 0.350** 0.167 −0.137 −0.059 0.018 
P 0.000 0.070 0.138 0.621 0.881 

MCG 
r −0.359** −0.240** 0.146 0.394** 0.333** 
P 0.000 0.009 0.114 0.001 0.004 

SPL 
r −0.501** −0.273** 0.118 0.291* 0.212 
P 0.000 0.003 0.202 0.013 0.074 

Precuneus 
r −0.447** −0.235* 0.016 0.263* 0.147 
P 0.000 0.010 0.859 0.026 0.217 

a) *, P < 0.05 ;**, P < 0.01. RRS, 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s; Left OFC, left orbitofrontal cortex; Right OFC, right orbitofrontal cortex; DLPFC,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MCG, middle cingulate gyrus; SPL,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还发现被试使用再评策略去减少而不是增加负性情

绪时, 外侧眶额皮层激活程度更大; 相反, 如果被试

使用再评策略去增加负性情绪时 , 背外侧前额皮层

激活程度更大 [56]. 这有可能说明背外侧前额皮层和

眶额皮层在情绪调节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 背外侧

前额皮层更多的是保持或者增强当前的情绪体验 , 

而眶额皮层更多参与抑制或降低负性情绪 [54]. 因此, 

高幸福感个体在眶额皮层和背外侧前额皮层的 ALFF

值升高有可能说明他们有着完好的情绪调节能力 . 

这也与以往的幸福行为研究是一致的, 如 Pe 等人[23]

发现高幸福感个体能够有效地调节积极信息, Diener

和 Seligman[2]的研究也发现高幸福感个体有着较高

的积极情绪. 

本研究的另一个发现是双侧楔前叶的 ALFF 值

随着幸福感的升高而降低, 并且其平均 ALFF 值与强

迫性冥思有显著正相关 . 楔前叶是默认网络的一个

重要结构 . 楔前叶一般被认为参与了与自我有关的

情节记忆和自我反思 [57]. 以往对抑郁症的静息态功

能连接研究发现 , 抑郁症患者的楔前叶的功能连接

要高于健康被试 [58]. 因此 , 低幸福感个体在这些区

域有着相对较高的 ALFF 值, 可能表明了这些个体过

多地进行了与自我有关的思考 , 很难从自我思考中

抽离出来 . 这种推测也与以往对幸福的研究是一致

的[30,31]. 例如, 低幸福个体沉浸在自己失败的体验中, 

很 难 集 中 注 意 力 于 当 前 任 务 , 从 而 影 响 了 作 业 成

绩[31]. 

尽管本研究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 , 但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 本研究只是一个横向的相关研

究, 不能明确地给出大脑与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后可以采用更为精巧的实验设计来研究它们之间

的因果关系. 其次, 尽管本研究所测量到的幸福感是

一种特质(trait), 但是 , 由于幸福感的复杂性 , 静息

态 ALFF 与幸福感的关系难免会受到被试状态的影

响 . 如何分别研究被试的特质幸福和状态幸福与大

脑的关系, 这也是将来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后, 本研

究只采用 ALFF 这个静息态指标, 研究的只是单一磁

共振信号的特点 , 以后应该研究多个磁共振信号在

时间序列上的关系 , 如采用功能连接和有效连接等

指标来研究各个脑区、网络之间的连接与幸福感的关

系[59], 以及 VMHC (voxel-mirrored homotopic corre-

lation)[60]指标来研究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功能连接

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 以更为全面地揭示幸福感与

大脑的关系. 

4  结论 

幸福感与大脑的关系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问

题 . 本研究采用静息态功能磁共振中的低频振幅指

标来研究幸福感与大脑自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 . 

眶额皮层和背外侧前额皮层, 以及尾状核的 ALFF 值

随着幸福感的增加而提高 . 并且 , 这些区域的平均

ALFF 值都与正性情绪或负性情绪有显著相关. 相反, 

楔前叶, 中扣带皮层以及顶上沟的 ALFF 值随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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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提高而降低. 这些区域的 ALFF 值不仅与积极情

绪有显著负相关, 还与沉思倾向有正相关. 这些结果

可能反映了高低幸福感个体在自我加工、快乐加工和

情绪加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 . 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

理解幸福感与大脑的关系 , 也能够为以后提高幸福

感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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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in happiness: A resting-state 
fMRI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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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is a universal pursuit; however, not everyone is equipped with the same ability to be happy.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hat affect happines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understanding the neural basi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We thus used the amplitude of low-frequency fluctuations (ALFF) in 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spontaneous brain activity in 159 healthy 
participa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LFF values for the frontal, parietal and parts of subcortical areas were associated with happiness. 
Specifically, the ALFF values in the left and right orbitofrontal cortex,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right caudate positively 
predicted happiness. Furthermore, these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participants’ emotional states. By contrast, the ALFF 
values in the right middle cingulate gyrus,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and bilateral precuneus negatively predicted happiness, and were 
not only correlated with emotions, but also with rumination.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re may be underlying systematic 
differences in self-reflection, reward processing,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gulation between happy and unhappy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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